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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数字化税收管理与服务研究综述 

 

谢波峰  尹天惠 

 

内容提要：过去一年，学者们紧跟数字化技术在税收领域应用的实践前沿，围绕以大数

据、人工智能、区块链、5G 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信息技术对税收管理的支撑及应用、新业

务模式及经济形态的影响、税收信息化建设等多个层面，从多个视角、多种维度对数字化技

术助力税收管理与服务展开了深入且广泛的理论研究。本文总结梳理过去一年有关数字化技

术助力税收管理与服务的理论研究成果，并尝试进行评述与展望，以期更好地凝练研究共识，

展示研究观点，扩展研究思路，推动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化。 

关键词：信息技术税收管理纳税服务税收信息化数字经济数据资产 

 

 

现阶段，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5G 为典型代表的新一代数字化技术已经渗透

到我国税收管理和纳税服务工作的方方面面。2020 年，依托数字信息技术的最新科技成果，

在金税三期工程、增值税发票管理信息系统、自然人税收管理系统、税收大数据平台等核心

信息系统及平台的支撑下，“非接触式”办税缴费、全国纳税人供应链查询程序、增值税专用

发票电子化等创新实践亮点迭出。这些创新实践，不仅为助力国家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大局、

提升税收征管和纳税服务水平与质效、推进税收治理现代化作出了积极贡献，也为数字信息

技术助力税收管理与服务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源泉和素材。本文以数字化技术为观察视

角，尤其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5G 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信息技术为主，从新技术

对税收管理的支撑及应用、新业务模式及经济形态的影响、税收信息化建设等多个层面，对

既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考察既有研究成果的贡献与局限，并作相应分析与展望，以期为进

一步开展更深入的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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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技术对税收管理与服务的支撑及应用研究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5G 等现代数字信息新技术的飞速变革，催生了大量新

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引发了国家治理的深度变革，对已有的治理理念、政策措施、制度

规则和技术手段产生了巨大影响。税收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一轮技术变革浪潮对

税收管理与服务既带来新挑战，也带来新机遇。 

（一）大数据 

税收管理的智能化需要以精确的涉税数据为基础，对纳税人涉税信息尤其是涉税交易全

过程真实信息的精准掌握在税收管理中处于核心地位。大数据作为出现相对较早的新技术，

比较而言，前期研究相对充分，过去一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大数据在税收征管和服务应用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进行补充性、拓展性的探索方面。例如，随着税收现代化建设

的不断推进，将大数据拓展到纳税缴费信用体系建设方面，通过构建纳税信用联盟链，进行

社会化应用，实现纳税信用管理（邓学飞等，2020
1）。随着大数据在税务系统应用的深入，

前期缺失的社会应用基础和法律环境问题逐渐出现，其中，大数据应用的法律环境问题是深

化大数据在税务系统的应用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前提之一。朱大旗等针对进一步完善税收

大数据利用的法律环境问题，提出了明确纳税人涉税信息的内涵与外延，明确纳税人涉税信

息对应权益的属性及差异化保护，明确税法中关于纳税人涉税信息规定应贯彻的原则理念，

明确纳税人涉税信息对应权益的基本结构和具体内容，明确相应主体的信息安全保障与保密

义务等建议。李悦等通过区分税收信息和纳税人信息等不同的大数据范畴，对纳税人信息进

行匿名化处理，认为披露税收信息不需要寻求纳税人的知情同意，税收信息可直接用于改进

税收征管方式，进一步合规合法地深化税收大数据的应用，甚至也不应局限于税收征管，还

可广泛应用于教育、医疗、金融、社会保障等相关公共领域，继而提升我国各政府管理部门

的协同水平。值得关注的是，在 2020 年年底中央提出进一步优化税务执法方式之前，已经

有学者开始讨论在大数据的支撑下，进行精准税收监管的问题，体现了一定的前瞻性。比如，

李平指出，税收监管将呈现全面性、精准性、及时性、高效性等特征，这一观点也从侧面提

出了优化税务执法方式需要技术支撑。 

（二）区块链 

                                                   
1
 如未特殊说明，本文所引文献均为 2020 年度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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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技术是提升税收治理能力的新型技术手段，是助推实现税收治理现代化的良好契

机和重要抓手，近年来在税收领域得到了深入的探索实践。深圳、昆明、广州、北京和福建

等地的税务机关正在积极尝试利用区块链技术处理纳税人的涉税交易信息，开具区块链电子

发票。从目前的试点情况看，区块链电子发票的试点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试点行业有

限，主要涉及金融保险、批发零售、酒店餐饮、物业停车、互联网服务、港口交通、教育培

训、景区门票等民用消费或公共消费领域。可以说，运用区块链技术处理涉税交易信息，尚

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朱炎生）。2020 年，有关区块链在税收领域的应用研究主要集中在理

论研究、实践总结、未来探索三个层面，又以未来探索为研究热点。朱炎生从涉税交易信息

管理的角度，提炼了现有区块链联盟的理论意义和价值。吴紫骊总结了广东税务应用区块链

技术打造“税链”，推进“快速办”，将区块链技术拓展应用到国际税收领域，创新推出“国际

汇税通”，集成企业、税务、外汇、银行四方数据，支撑与 174 个国家（地区）常见贸易活

动的实践经验。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税务局课题组提出构建基于主权联盟链的出口退税风险

管理体系。伍红等认为，运用区块链技术，采取私有链+联盟链的模式构建税收共治综合平

台，可有效化解现行税收共治的难题。程前以及楚文海等分别就区块链在纳税信用、风险管

理等方面的应用进行了探讨。 

（三）人工智能与 5G 

人工智能技术作为社会发展和技术变革的产物，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生产经营和日常生

活的重要支柱，为进一步提升税收管理和纳税服务质效提供了可能。我国的 5G 技术发展处

于全球前列。2020 年，我国开展了大范围的 5G 独立网络（5GSA）的组网建设及商用。5G

不仅成为连通人工智能的基础平台，也是连接云计算和大数据的“高速公路”，更将成为推进

税收管理和服务创新、有效破解税收治理难题的革命性力量（刘启星等）。如何认识人工智

能与 5G、拥抱人工智能与 5G、融合人工智能与 5G、利用人工智能与 5G，不光是税务部门

面临的新挑战，也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但在过去一年，有关人工智能和 5G 在税收领域应

用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主要原因是其本身技术性更强，在税收领域应用过程中涉及的问题

也更复杂、更深奥。对税务部门而言，人工智能与 5G 打开的是一个面向万物互联、智慧社

会、跨域创新和泛在网的“新天地”，其为智慧税务的实现提供了全新的技术解决方案，为优

化税收征管与纳税服务、提升纳税人获得感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

智慧税务体系提供了重要机遇。深入研究人工智能与 5G 在税收领域的应用发展前景，可为

税务部门顺应信息技术飞跃发展的新形势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因此，尽管人工智能和 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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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税收领域应用过程中涉及的问题复杂且深奥，依旧有不少学者在人工智能和 5G 在税收领

域的应用探索之路上，孜孜以求。刘昊认为，人工智能为解决海量数据、模拟人类思维、突

破当前税收风险管理工作瓶颈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课题组以税收

风险管理为例，提出要重视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联系，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推动“监督

学习到无监督学习”等方向的深入发展。刘启星等指出，5G 在税务部门的应用价值不在技术

本身，而是“在虚拟空间仍然可以提供和现实一样有温度的税务服务”，以往线上交互的单一

信息沟通渠道、缺乏现场感等缺陷将一一被修正，“线上线下”的管理和服务之间的差距将越

来越小。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对认识人工智能和 5G 应用的价值非常有帮助，而且对税收管理

和纳税服务的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四）研究评述 

既有文献紧跟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5G 等新技术在税收管理和纳税服务领域的

最新应用前沿，在不少关键问题上进行了相应的研究，提出了有一定价值的观点和建议。但

需要指出的是，现有研究仍有需进一步完善的问题。一方面，不少研究还停留在现象和观点

层面，在理论创造性、政策参考性、实践指导性方面有待加强；另一方面，有些研究对新技

术的本质及其在税收领域应用价值的认识还不到位，仍需进一步加深。未来的研究应借鉴现

有新技术在税收领域优秀研究成果的思路进行深入分析，做好技术应用实践的抽象理论归纳，

同时要借鉴现有案例研究思路，在深入解剖个案的基础之上总结新技术在税收领域应用的一

般性规律。除此之外，从应用展望的角度看，尚有一些未待研究的技术热点值得加以关注并

深入研究，如针对数据要素流转的隐私计算（联邦计算）、数字货币在税收领域的应用场景、

人工智能的深层次应用、数字化技术的集成，等等。 

 

二、新业务模式及经济形态的税收管理与服务研究 

 

诚如我们所见所感，新技术不仅支撑和影响税收征管和纳税服务，而且已经深刻地影响

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推动了不少新业务模式和经济形态的出现。无论是相对成熟的电子商

务（包括跨境电子商务），还是已经初步形成的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对税收管理和纳税

服务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研究者对这些新业务模式和新经济形态涉及的税收管理和纳税服务

等也开展了相应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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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子商务 

过去一年，电子商务利用其自身优势强势增长，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起到了积极的促

进作用，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王凤飞等认为，电子商务平台不但通过直播带货

等方式创新营销模式来满足消费升级需求，还充分利用物流系统、无接触配送、无人零售等

方式建立起新的供需桥梁。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时期，电子商务在稳住经济基本盘、兜住民

生底线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显示出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和韧性活力，凸显了电子商务对

社会消费的积极促进作用。随着我国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其带来的税收流失问题亦不容忽

视，如何对电子商务加强税收征管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李明修等）。张羽瑶等在分析电

子商务尤其是跨境电子商务税收征管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保证税收信息质量是优化

征管和服务的关键，并归纳了逆向课税、非居民企业注册登记、来源地征税后转缴、第三方

代征代缴、运用电子技术创新等国外征管经验，建议形成更具系统性的管理体系，探讨从信

息共享统一平台建设、信息共享机制建设、监管机制建设、法治建设和国际合作机制等五个

方面构建电子商务税收管理体系。金超研究了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过程中存在的刷单问题，从

可税性视角探讨了刷单视同应税交易的法理逻辑，认为面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过程中存在的

刷单治理困境，税法能提供有效的规制手段。在具体实践过程中，除了税务机关严格执法外，

还需要完善纳税信用评估、严格推广电子发票以及强化平台涉税责任等。 

（二）共享经济 

共享经济（如平台经济、零工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模式，正在逐渐发展壮大。有

学者（蔡昌等，2020a；国家税务总局泰安市税务局课题组）针对这一新经济模式进行了研

究，认为共享经济数字化、虚拟化和多边化的特点为税收治理带来了难点，对当前的税制改

革与税收监管体系等提出了新要求。梁若莲介绍了国际社会对共享经济和零工经济税收征管

的最新情况以及值得借鉴的经验，指出纳税信息报告制度是治理共享经济和零工经济的关建，

要以夯实数字化平台信息报告义务为切入点。傅靖认为，在经济数字化、全球化背景下，经

济涉税情况信息报告与交换的国际进展也值得关注，在补上共享经济税收信息相关法律法规

这一短板的前提下，应修改调整传统税收法律法规中的相关条款，将共享经济的特殊税收问

题纳入其中，对法律规定不清晰的加以明确，对法律中存在空白的予以弥补，逐步形成覆盖

全面、动态调整的共享经济税收管理体系。 

（三）数据资产课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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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数据规模的飞速增长和数字经济的快速扩张，数据资产的规模也将不断扩大，能

否对数据资产课税、哪些数据资产能被课税、妨碍数据资产课税的核心因素是什么等问题开

始显现。过去一年，学者们从理论、制度、管理层面对数据资产课税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积极

探索。数字经济时代的数据治理需要突破传统的有形组织边界，从行业内和跨行业、区域内

和跨区域、全国到全球多个层次考虑。从数据资产的取得来源、评价机制及交易流转等方面

看，政府在数据管理的源头管控、客观印证和功用分析方面具有天然的行政优势，能给公共

管理和社会服务带来更高效能。与此同时，数据资产的价值实现面临技术问题和法律挑战，

税务部门需从技术和法律两个方面双管齐下，推动大数据时代的税收治理转型变革。杨庆认

为，随着人类社会快步走向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经成为继劳动、土地、资本和企业家才能

之后又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数字经济背景下，对数据资产的财税制度进行研究和探索是应

对数字经济挑战的基础性工作。谢波峰等论证了数据财政概念的合理性，提出数据要素（资

源）具有公共性，数据财政是推动数据开放、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并从边界、方

式和手段、制度设计与建设等维度勾勒了数据财政的框架。傅靖认为，数据在经济活动中的

地位越来越重要，能否对数据征税（即数据的可税性）的问题也开始逐步显现，并从经济、

法律、征管三个层面分析了可税性的标准以及数据的可税性。蔡昌等认为，公共平台数据资

产具有价值共创的特点，因此带来了数据的公共性特点，是数据资产财税制度进行必要性介

入和设计的理论基础。谢波峰等认为，作为课税前提，数据资产必须按照不同标准进行分类，

例如数据资产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包括电子形式存在的数据（物流、资金、信息、

商品流）和行业数据，狭义仅指数字货币。从征税环节看，傅靖认为可以通过现有的税收政

策在交易、所得、财产三个环节课税。王桦宇等围绕税务数据资产，探讨其概念、定位和法

律完善，结合税务数据资产的权属分类，从数据技术进步、公共利益彰显和纳税人权利保护

三个维度来思考税务数据资产的妥适定位。 

（四）研究评述和展望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浪潮下，各国围绕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制高点展开积极竞争

合作，各类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数字经济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成为激发

经济活力、促进全球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方式，数字经济在创

业创新、促进升级、转换动能、提高要素生产率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过去一年，学者们围

绕数字经济催生的新业务模式及经济形态进行了深入探讨。未来，有关数字经济方面的研究，

可以更多关注数字经济时代与工业经济时代税制与征管的比较分析、数字经济对国内税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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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间税收划分的影响、数字经济背景下如何纵向深入横向聚合地推动互联网创新成果与税

收治理工作的深度融合等方面，以为进一步提升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新业务模式及经济形态的

税收管理和服务质效指明方向。 

 

三、新技术推动下的税收信息化建设研究 

 

在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信息化显得尤为重要。我们需要

运用好信息化这一新兴生产工具和提升治理的有效手段，才能更好地掌握社会态势、畅通沟

通渠道、支持科学决策。信息化的高速发展使互联网、大数据、云平台以及各类 App 深入

融合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行为方式（国家税务总局科研

调研组）。从“大厅办”到“网上办”，从“一窗办”到“掌上办”，从数据领跑到信息管税，信息

化建设在税收工作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十三五”期间，税务系统税收信息化快步推进改

写着服务模式和管税方式，亲切融入纳税人生活，有力提升征管效能，切实优化税收服务，

税收信息化已成为兼顾便民办税与高效管税的坚强支撑。过去一年，有关税收信息化建设的

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既总结了税收信息化建设发展实践，也为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智勐

认为，数字税务是税收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建设数字税务是新时代的呼唤和要求，对高质

量推进新时代税收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课题组在总结归纳目前

我国税收信息化成功经验和现实问题的基础上，认为要形成一系列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数字

化工作方式、数字化应用体系，对外构建“电子化办税、大数据管控、全过程服务、智能化

提升”的新型征管模式，探索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新技术支撑下的新应用场景，对内

加快管理的数字化转型。 

（一）电子税务局的完善 

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当现代科技与税收征管和纳税服务相

融合，电子税务局得到了又好又快发展，给纳税人缴费人带来了一个个惊喜。电子税务局作

为税收信息化建设的重点，过去一年来得到了无数研究者们的青睐。在目前电子税务局存在

的问题上，饶立新指出，以信息化手段提升服务效率不充分，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繁的问

题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在对电子税务局的认识上，周仕雅认为，电子税务局是基于大数

据互联的智能电子税务局，要形成集“基础设施层、应用服务层、用户工作层和政策监管层”



公共经济评论                                               2021 年第 01-02 期 

8 

 

为一体的电子税务软件平台生态，从技术上支撑税收共治。“非接触式”办税缴费是 2020 年

疫情防控期间电子税务局的服务亮点。国家税务总局科研调研组提出，“非接触式”办税缴费

服务，关键在于最大限度减少纳税人、缴费人与税务人员见面的次数和时间，最大限度推进

电子税务局和智慧税务的建设和普及运用，让纳税人、缴费人能够选择最方便、最智能的方

式办理日常的涉税事项和获取税务咨询等服务；要基于 5G 技术支撑，全面加强电子税务局

平台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持续推进“线上”办税事项优先化、最大化。 

（二）数据治理工程 

数据治理工程一方面关系到税收信息化建设经验的总结，另一方面关系到信息技术投入

产出的效果评价，其重要性愈发凸显。学者们对有关数据治理工程长期抱有研究热度，特别

是近年来，随着数据收集的积累和金税工程的深入发展，有关数据治理工程的研究成果逐渐

丰富，成为税收信息化建设发展历程中的研究重点。2020 年，涉及数据治理工程的研究文

献并不多，但研究层次较高。这些研究大部分都强调了数据治理的重要性，提出了要实施数

据治理工程（智勐），通过依托大数据平台，深化元数据管理、数据质量管理、数据血缘关

系管理，建立涵盖数据标准化、协同数据开发、安全管理等于一体的数据标准体系。吴紫骊

认为，要通过税收业务数据化和税收数据业务化，在数据规范、数据集成、数据应用并行的

思路指导下，构建税收数据资产管理体系，为“以数治税”奠定基础。 

（三）研究评述 

学者们认为，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

和社会化应用，税收信息化建设需要紧紧拥抱新技术，通过科技创新助推税收信息化再上新

台阶。面对新经济、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挑战，与之相匹配的信息化建设是关键入口。新

技术推动下的税收信息化建设，将通过集云资源、云应用为一体的电子税务局和数据治理工

程，实现办税电子化、服务精准化、管理智能化，使纳税人、缴费人获得更加便捷的办税体

验，更加贴心的服务感受，使税务机关拥有更加严密的防控体系、更加智能的管理体系，切

实提高征管效能和服务质量。2020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进一步为新技术

在税收领域的应用研究指明了方向。未来的研究应紧跟技术发展前沿，总结当前我国财税改

革中信息技术支撑的成功经验，如信息技术在个人所得税改革中的作用，从而进一步促进信

息技术在未来深化增值税、消费税、房地产税等重点领域税收改革中的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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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资源集中与预算偏离 

——来自撤县设区的经验证据 

 

吕冰洋 1
 

（1.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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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北京 100872） 

李佳欣 2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本文基于撤县设区改革的准自然试验，使用 2008—2017 年地级市非平衡面板数

据，应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财政资源集中对地级市支出预算偏离的影响效果。研究发

现，撤县设区改革次年对支出预算偏离的影响显著为正，源于改革加强了地方政府资源控制

和配置能力，财政资源更加集中。这促使地方政府更有能力为发展经济而突破预算约束，因

而地方政府倾向于扩大支出预算偏离程度。安慰剂检验结果表明，撤县设区改革当年并未有

显著正向影响，因为市辖区挂牌当年预算管理体制保持不变。此外，本文发现了财政约束力

带来的异质性影响，提高预算透明度有助于缩小撤县设区改革对支出预算偏离的影响。本文

在拓展撤县设区改革研究视角的同时，丰富了预算偏离成因的相关文献。 

关键词：预算偏离；财政资源集中；撤县设区改革 

中图分类号：F8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引言 

 

预算能力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预算能力指政府汲取和使

用财政资源的能力，依赖完善的预算制度保障。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立全面规范透明、

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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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标准科学、规范透明、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2020 年 8 月 3 日更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预算法实施条例》进行了全面修订。这一系列的预算制度改革通过健全完善预算管理体制机

制来强化国家预算能力。对于预算能力的外在表现，政府预算执行和预算安排的偏差（预算

偏离，下同）是较好的衡量方式。吕冰洋和李岩[1]认为，预算偏离能够刻画政府全年预算安

排和完整财政年度内决算行为。马海涛等[2]指出，如果预算偏离过大，则表明预算编制过程

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执行过程的法制性不足。 

关于我国预算偏离的成因研究，陈志刚和吕冰洋[3]认为，我国预算偏离的影响因素可以

归纳为预算管理本身、财政管理体制、外部监督和偶然因素等四个方面。但现有文献较少涉

足财政资源集中对预算偏离的影响。财政资源集中反映了地方政府对辖区内部资源统筹调动

的能力，集中程度的提高将直接增强地方政府财政资源控制和配置能力，地方政府更有能力

突破预算约束。2特别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导致公共支

出不断增加，突破预算控制最终表现为扩大了支出预算偏离程度。3因此，财政资源集中是

影响地方政府预算偏离的重要因素。 

现有研究中少有提及财政资源集中对预算偏离的影响，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合适的视角，

撤县设区改革为观察这种影响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理由如下：第一，撤县设区作为推进新

型城镇化改革的重要手段，其主要结果是“下属县级行政单位改设为市辖区”，所属地级市的

预算范围没有变化。虽然区和县在行政建制上为相同级别，但两者之间在经济管理权限、产

业发展和财政收支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导致下辖县成为市辖区后只拥有“半级财政”，欠缺了

部分财政独立性[6]，能够留存的财政收入比例较少。4因此，撤县设区改革强化了市级政府

对资源的控制和配置能力，财政资源向上集中[7]；第二，考虑到资源的集中程度难以度量，

如果采用一些经济社会指标作为代理变量，难以解决因果关系带来的内生性问题。而撤县设

区作为行政区划调整的重要改革之一，需向上级政府申请并经过国务院民政部门的批准才能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20XNLG01） 

作者简介：吕冰洋（1973—），男，山东威海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主

要从事财政理论与政策、经济增长方面的研究。E-mail：lby@ruc.edu.cn。 

2钟裕民和刘伟[4]指出，政府强大的资源调动能力在构建现代政府决策能力谱系时尤为重要。吕冰洋和台航
[5]研究政府间财政关系对国家能力的影响，强调控制动员能力的重要作用，并指出中国地方政府具有强大

辖区资源调动和配置能力。 

3地方政府突破预算控制较少体现在年初预算上。这是因为，年初预算受到了严格制度约束，特别是来自上

级政府的约束。根据《预算法》第四十三条，“地方各级预算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第二十四

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编制本级预算、决算草案……改变或者撤销本级各部门和下级政府关于预算、

决算的不适当的决定、命令”。即使在年初预算数上报地方两会审查审批前，地方政府在预算制定期间也受

到上级财政部门下达预算控制限额的约束。相比而言，预算执行过程的约束较为宽松。 

4即使是在政策过渡期，市辖区维持原有财政体制，但由于没有独立的财权和事权，市辖区的财政安排仍要

听从上级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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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并非地市自身能够决定，属于自上而下式的政策改革，因此一定程度上能够削弱内生

性问题带来的估计偏误。 

本文使用 2008—2017 年 234 个地级市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

了撤县设区改革对支出预算偏离的影响效果。考虑到撤县设区改革当年预算体制往往维持不

变，本文将撤县设区改革滞后一期，研究发现，撤县设区改革次年对支出预算偏离产生了显

著正向影响。5从数值上看，撤县设区改革发生一年后的地级市支出预算偏离比没有发生改

革的地级市提高了 8.2 个百分点，表明财政资源集中将导致支出预算偏离扩大。本文进行了

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支持基准结果，并考察了财政约束带来的异质性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全面加强预算管理、建立现代预算制度提供参考。建立现代预算制度

的前提不仅是立法机构对政府预算的控制，而且是政府内部的预算制度同政府间财政关系和

行政管理制度相协调。刘昆部长在《我国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中强调，“规范省以下财

政体制”，“在通过分税制改革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基础上，着力推进预算管理改革”。

作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延伸，市县财政体制并未在分税制改革中完全理顺，地市预算偏

离程度普遍高于省级的事实能够反映现有市县财政体制对政府预算管理产生的影响。6特别

是当行政管理体制出现重大调整（例如撤县设区改革）时，市县财政体制改革的滞后性特征

往往会放大其对预算制度的冲击。因此，本文研究在预算管理和制度建设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接下来的安排是，第二部分文献综述、介绍制度背景和提出研究假说；第三部分计

量模型和数据；第四部分实证结果；第五部分结论。 

 

二、文献综述、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说 

 

（一）文献综述 

高培勇[8]首次提出“预决算偏离度”之后，国内学者主要在理论层面对预算偏离的影响因

素展开研究，关于预算偏离成因的实证研究较少。一方面，关于预算偏离成因的理论阐述主

要集中在预算技术、经济形势、制度政策和预算主观心理作用等方面。马蔡琛[9]针对我国政

府预算超收资金现象，提出收入压力考核、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地方政府有意低估和财政体

制非规范调整是超收的重要原因；王秀芝[10]认为，预算管理问题主要集中在编制、监督、

                                                   

5本文将撤县设区改革滞后一期以研究其预算效应，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内生性问题。 

6平均而言，2008-2017 年全省支出预算偏离程度为 28.6%，同时期地市口径的偏离程度为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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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和审计等环节；刘叔申[11]指出，财政收支的超预算膨胀受到预算科学性和预算法治性

的影响；孙玉栋和吴哲方[12]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对预算支出的刚性需求和自由裁量权导

致了超收；马蔡琛等[13]还构建了基于心理预期的前景理论模型分析预算执行偏差的成因。

另一方面，预算偏离的实证研究多集中在省级层面。赵海利和吴明明[14]发现 1994—2010 年

30 个省的收入预算偏离呈现预算科学性整体偏低和低估政府收入较普遍的特征，主要原因

是受到预算技术落后、超收资金管理和官员晋升制度等影响；王华春和刘清杰 [15]分析

1999—2011 年省级政府预算数据，发现地方经济增长和地方政府效率对预算偏离有显著作

用；冯辉和沈肇章[16]使用 2000—2012 年省级数据，实证检验了经济增长和税收计划对预算

偏离的影响效果；王志刚和杨白冰[17]通过 2009—2016 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财政分权

显著降低了支出预算偏离，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有正向影响；李建军和刘媛[18]利用四川省

内各市的预决算数据发现，新《预算法》改革通过强化预算执行约束，降低了支出预算偏离

程度。 

关于撤县设区改革的影响效果，现有文献在经济增长、城市化进程和政府收支等三个方

面提供了丰富的实证证据。首先是经济层面，韩永辉等[19]、Tang 和 Hewings
 [20]认为撤县设

区改革对地级市的经济发展有积极促进作用。邵朝对等[21]考察 1998-2008 年撤县设区改革对

地级市经济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撤县设区改革通过吸引低生产率企业进入、增加劳动和资

本要素的方式实现了短期经济增长，但增长效应呈倒 U 型趋势，源于生产效率下降。Liu 等

[22]认为，撤县设区改革的长期经济刺激效果变弱甚至为负，并加剧了区域不平等；其次，

撤县设区改革有助于人口集聚、推进城市化进程和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唐为和王媛[23]基于

2000 年和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研究发现撤县设区政策能够带来城市人口增长。同时，不

同行政区的市场分割现象明显[24]，源于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市场实施了行政干预。

撤县设区改革打破了原有行政壁垒，有利于促进城市内部市场融合和资源优化配置[25]，并

通过增强地市政府统筹能力加剧了城市间的市场分割[26]；最后，撤县设区改革对政府收支

影响的研究结论不一。卢盛峰等[27]利用合成控制方法对 1997—2014 年县市样本进行了研究，

发现撤县设区改革增强了大部分县级政府的财政收支能力，但对财政强县有削弱作用。吉黎

和邹埴埸[28]基于 2008—2016 年地级市面板数据，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方法，发现撤县设区改

革降低了地级市的税收收入，原因是撤县设区后原县级政府税收征管的激励下降。钱金保和

邱雪情[29]使用广东省 2008—2016 年的撤县设区样本，使用 DID-PSM 方法发现撤县设区改

革受到财政激励减少的影响，会降低原县区的财政收支增速。范子英和赵仁杰[30]区分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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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区和市本级的财政状况，研究发现撤县设区改革削弱了改革县财政自主权，对新设区的财

政收支产生了负向影响，而对市本级的财政收支有显著正向作用。 

相比于现有文献，本文有两点边际贡献：一是国内文献对预算偏离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

于技术层面，本文研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通过财政资源集中对预算偏离产生的影响，丰富了

现有文献；二是现有文献研究撤县设区改革的财政影响集中于决算一侧，忽视了对预算执行

过程的分析。事实上，撤县设区调整市县行政权力的同时，也对政府间财政关系产生了重要

影响，仅从决算视角难以观察地方政府在完整年度内的财政行为。 

（二）制度背景 

地方政府行政区划调整主要聚焦在市县层面[26]，是县域经济治理的重要手段。1981 年

开始的“县改市”，通过行政建制的直接调整提高城镇化水平和促进工业发展。事实上，直到

1997 年改革被叫停，县的数量减少而县级市数量增加的同时，改革并未对推进城镇化进程

产生明显作用。与“县改市”几乎同步的展开的是“撤县设区”，指的是地级市原下辖县被改设

立为市辖区，其改革的持续性和频繁性大大超过“县改市”，成为推进城镇化和促进地级市经

济增长的重要改革尝试。这项改革需要依次经过地级市政府、省政府、民政部和国务院的同

意，并经过上级实地考察后才能得到批准，改革措施具有一定外生性。图 1 展示了历年撤县

设区改革县的数量。从中可见，2000 年是撤县设区改革的首个高峰期，2011 年开启了第二

波改革高峰。 

 

图 1  1983-2019 年撤县设区改革县数量 

资料来源：民政部网站 

 

撤县设区对改革县最直接的调整是行政管理体制中的下辖县变成市辖区，与此同时，在

经济和财政两方面影响显著。其中，经济效益方面，撤县设区改革增加了城区面积、城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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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规模[23]，缓解了发展压力和扩大了城市规模[31]。 

财政效应方面，尽管地级市预算管理范围没有变化，但撤县设区改革通过经济管理权限、

产业发展政策和收入分成等方面的调整，实现了财政资源的向上集中，见表 1 和图 2。首先，

由于市辖区和下辖县的预算编制和执行结果均汇总至地级市，因此地市预算管理范围没有改

变；其次，尽管市辖区和下辖县在行政建制上属于同一级别，但在社会经济管理权限上，县

拥有相对独立的发展决策权，而市辖区作为城市重要组成部分，所作经济决策与市统一[23]；

再次，在产业发展政策方面，相比下辖县承担了更多农业生产职能，市辖区受到加快城镇化

进程的目标制约，较为重视辖区规划和城市建设，亦与市统一；7最后，在财政体制方面，

县拥有相对独立的财政支出权限，市辖区更多由上级财政统一筹划，缺失了部分财政独立性

[31]。特别是上缴比例方面，县级政府往往只与市级政府分享 20—30%财政收入，辖区政府

这一比例扩大至 50%左右[28]。8尽管越来越多的地级市在撤县设区改革中承诺过渡期内保持

原有财政体制不变，但地级市为发展经济和强化资源控制和配置能力，仍能通过经济管理权

限和产业发展要求两方面对改革县施加影响。 

 

表 1  下辖县和市辖区的主要差异 

类别 下辖县 市辖区 相关政策文件表述 

社会经

济管理

权限 

相对独立 
与市规

划统一 

根据民政部《市辖区设置标准》，中心城市郊县（县级

市）改设市辖区，需达到下列标准：1、县（市）域与

城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土开发利用连为一体，部分

区域已纳入城市总体规划的市区规划范围；2、全县

（市）就业人口中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不低于 70%；

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

到 75%以上；3、改设市辖区的县（市），全县（市）

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不低于上一年本市市辖区的

平均水平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财政收入不低于

上一年本市市辖区的平均水平。 

产业发

展政策 
重点在乡村 

市区建

设，二三

产业为

主 

                                                   

7 Ma[32]认为，地市的主要职能是工业发展，县的主要职能是农业发展，而地方官员普遍有“地市=工业”、“县

=农业”的思维定式。 

8 Chung 和 Lam[33]的研究表明，地级市拥有从下辖县（区、市）汲取财政资金和资源和权力，并展示了一

项调查结果，表明约七成地级市下辖县对上级政府财政收支安排不满意。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6%B0%91%E6%94%BF%E9%83%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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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体

制 

决策相对独

立，上缴市

比例低 

不独立，

上缴市

比例高 

1、《滨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市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改

革的实施意见》指出：对县（市、区）增值税、企业

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资源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

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契税收入，市与县

（市、区）按以下比例分成：对滨城区和市属开发区，

省、市、区按照 20:40:40 的比例分成；对沾化区、邹

平市和博兴县,省、市、县（市、区）按照 20:20:60 的

比例分成。 

2、《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调整增值税收入划

分的通知》指出：市级固定企业缴纳的增值税和市国

税局委托市地税局第三直属税务分局代征的增值税收

入，地方 32.5%部分继续全部作为市级收入。其他增

值税收入地方 32.5%部分，市与区（市）县分享比例

不变，其中：市与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

成华区的分享比例为 40∶60；市暂不参与成都高新区、

成都天府新区直管区和其他区（市）县增值税收入分

享。 

 

图 2  撤县设区改革前后预算管理范围变化 

省 

 

市 

 

市辖区 

 

县 

 

（撤县设区） 

 

财政决策与市统一 

市区建设 

 

全市财政范围 

市级财政范围 

财政决策较为独立 

农业发展 

 

（市县财政关系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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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假说 

撤县设区改革对地级市预算偏离的影响体现在：撤并后的原县级政府的财政资源（如财

政决策权、财政收入分成）、社会经济管理权限等被部分过渡给地市政府，强化了地市政府

的资源控制能力。地级市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为更快更好地发展经济，往往

倾向于增加公共支出。而撤县设区改革提高了地市政府资源控制和配置能力，使得财政资源

更加集中，促使地市政府更有能力突破预算控制，最终扩大了支出预算偏离程度。反过来讲，

如果地市政府可供配置的资源减少、甚至接近于零，即使想发展经济而突破预算约束，但由

于可用财力限制导致难以“超支”。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撤县设区改革增强了地方政府资源控制和配置能力，财政资源更加集中，促使地

方政府更有能力突破预算约束，为推动城市发展建设，地方政府倾向于扩大支出预算偏离程

度。 

 

三、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计量模型设定 

鉴于撤县设区改革在不同年份不同地区的差异，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来估计撤县设区改革对地级市支出预算偏离的影响。具体地，本文的计量模型

如下： 

 𝐵𝑢𝑑𝑔𝑒𝑡 𝐵𝑖𝑎𝑠𝑖𝑡 = 𝛼 + 𝛽𝑙𝑎𝑔. 𝑟𝑒𝑓𝑜𝑟𝑚𝑖𝑡 + 𝛾𝑋𝑖𝑡 + 𝜇𝑖 + 𝜑𝑡 + 𝜀𝑖𝑡  (1) 

其中，下标𝑖代表地级市、𝑡代表年份，被解释变量𝐵𝑢𝑑𝑔𝑒𝑡 𝐵𝑖𝑎𝑠𝑖𝑡表示地级市𝑖第𝑡年的支出预

算偏离程度，核心解释变量𝑟𝑒𝑓𝑜𝑟𝑚𝑖𝑡表示各年份地级市是否存在撤县设区改革。控制变量𝑋𝑖𝑡

表示影响地级市支出预算偏离的其他因素，𝜇𝑖、𝜑𝑡分别代表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𝜀𝑖𝑡为误差项。 

上一小节提到，县改区正式挂牌之后，过渡期内的财政预算体制和城市建设管养体制等

仍保留现行体制不变，往往从挂牌的下一年起调整为城区一级的预算管理体制。因此，本文

将滞后一期的核心解释变量𝑟𝑒𝑓𝑜𝑟𝑚𝑖𝑡加入计量模型（1）中。我们预期估计系数𝛽为正。 

（二）变量 

1. 支出预算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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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偏离的计算方法如下： 

 支出预算偏离 =
支出决算数−支出预算数

支出预算数
 

(2) 

其中，支出预算数和决算数有几种测算口径，包括年初预算数、年中预算调整数、决算

快报数和最终决算数。本文计算的支出预算数采用年初预算数口径，它是由地级市财政局在

年初向市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的并经过审查批准的当年支出预算数。支出决算数采用最终决

算数口径，它是经由省市结算对账后的定稿决算数。9
 

2. 撤县设区改革 

撤县设区改革使用哑变量形式，如果地级市𝑖第𝑡年开始实施撤县设区改革，则改革当年

及以后年份将该变量设置为 1，以前年份为 0。本文将 2008—2017 年县级行政区撤县设区改

革情况匹配到地市层面。陈科霖[34]的研究表明，我国撤县设区改革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2000 年和 2011 年分别开启了两次撤县设区改革的浪潮。因此，选取 2008—2017 年作为样

本期间能够较好地将上一次撤县设区改革产生的政策效应分隔开来，有助于估计结果准确性。 

3. 控制变量 

参照吕冰洋和李岩[1]对控制变量的设定，计量模型（1）中的其他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

展水平、人口密度、城市化水平、政府规模、财政自主度和新区建设水平。首先，经济发展

水平、人口因素和城市化水平旨在度量经济因素对支出预算偏离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使用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来表示。经济发展水平对支出预算偏离可能产生两方面影响，其一

是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府获得的财政收入越多，这增加了预算执行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其

二是经济发达地区往往拥有更加成熟的财政管理体制，相比欠发达地区，预算执行更科学、

执行更严格、监督更完备，可能有助于缩小支出预算偏离程度。人口密度和城市化水平反映

了地级市整体的公共物品和服务需求；其次，政府规模和财政自主度旨在考察财政因素对支

出预算偏离的影响。政府规模使用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表示。由于缺少地级市转移支付

数据，本文采用自有财力指标，使用地级市财政收入占地级市财政支出的比重表示；最后，

为满足新区规划建设的需要，地市政府在撤县设区改革后往往加大新区建设投入以推动城市

化进程，因此撤县设区改革不仅通过集中财政资源对支出预算偏离产生影响，而且县改区后

                                                   

9如果采用年中预算调整数作为支出预算数，衡量的更多是完成度指标。因为预算调整数是在预算执行过程

中经由市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批准的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的支出预算数，难以反映年初政府

做出的全年安排。如果采用决算快报数作为支出决算数，尽管决算快报数与最终决算数差异很小，但最终

决算数衡量的是经过严格财政核算后的数据。因此，本文使用年初预算数和最终决算数测算地级市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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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区建设需求的增加亦可能导致支出预算偏离扩大。10本文在控制变量中增加新区建设的

公共投入水平以排除这一影响。由于难以获取各个地级市的市辖区公共建设投入指标，我们

使用市辖区人均道路面积的增长率衡量当年市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整体投入水平相对于

上年的变化情况。11该指标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地级市投入到县改区后的财政资源多寡，是

较好的替代方法。 

（三）数据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使用 2008—2017 年 234 个地级市（不包括直辖市以及直辖市下辖区县）的非平衡

面板数据。支出预算偏离数据收集整理自历年地方两会报告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撤县

设区改革指标摘自民政部全国行政区划信息查询平台。其他控制变量摘自《中国区域经济统

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各省年鉴。本文剔除了乌海市、深圳市等无下辖县的地级

市样本。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2。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察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支出预算偏离 1 531 0.428 0.387 -0.444 3.063 

撤县设区改革，哑变量 1 468 0.315 0.465 0 1 

撤县设区强度，数量 1 449 0.606 0.878 0 5 

撤县设区强度，改革县数

量/下辖县数量比 

1 449 0.103 0.167 0 1 

经济发展水平 1 507 10.396 0.575 8.740 12.414 

人口密度 1 529 4.692 3.169 -7.454 8.126 

城市化水平 1 470 0.567 2.140 0.012 1 

政府规模 1 528 0.179 0.098 0.023 1.5 

                                                   

10在各地关于撤县设区政策的政府文件中，新区建设问题被多次提及，例如（1）《福建省福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长乐撤市设区五年过渡期财政管理体制的通知》，写道：“临空经济区纳入滨海新城统筹规划建设，经

济区内产生的税费收入，市、区按照 50%：50%比例分成。”；（2）《江苏省南通市委南通市人民政府关于

设立南通市通州区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则明确指出将“重点加强新老城区间道路、交通的快速连接……市政

府对每条道路给予通州定额补助 1 亿元”；（3）《南京市政府办公厅关于明确溧水县、高淳县撤县设区后相

关政策的通知》指出，在五年过渡期内，市根据财力可能，逐步加大支农、教育、卫生、社保等方面扶持

力度等。 

11 Tang 和 Hewings[20]指出，撤县设区改革有助于打破行政壁垒、促进政府融合，能够改善辖区公共基础

设施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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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自主度 1 526 0.507 0.259 0.032 1.573 

新区建设水平 1 503 0.063 0.215 -0.926 2.046 

预算法实施，哑变量 1 531 0.361 0.481 0 1 

书记年龄 1 526 3.988 0.063 3.761 4.127 

书记任期 1 529 0.918 0.601 0 2.303 

财政透明度，哑变量 1 531 0.510 0.5 0 1 

注：经济发展水平等变量仅汇报支出预算偏离有赋值时的统计情况。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结果 

表 3 汇报了计量模型（1）的估计结果。其中，第 1 列单独考察撤县设区改革对支出预

算偏离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开展撤县设区改革次年，地级市的支出偏离显著提高。第 2—4

列分别在第 1 列的基础上增加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因素、财政因素和新区建设因素。表 3

第 4 列的估计结果表明，撤县设区改革次年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平均而言，在控制时间固

定效应、地区固定效应和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撤县设区改革发生一年的地级市支出预算

偏离比没有发生改革的地级市提高了 8.2 个百分点，在 5%水平下显著，大约为相同时期我

国所有地级市支出预算偏离平均水平的两成左右。 

同样，以表 3 第 4 列的估计结果观察主要控制变量的影响，我们发现：（1）经济发展水

平对支出预算偏离的影响显著为负。其中一个可能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往往拥

有完善的财政管理体制，体现在预算制定的科学性、预算执行的严格性和预算监督的有效性

等方面较欠发达地区更好，欠发达地区则更倾向把经济发展放在首要位置，因而欠发达地区

对突破预算约束的动力更强；（2）尽管城市化水平对支出预算偏离的影响显著为负，但估计

系数接近于零；（3）人口密度对支出预算偏离产生了负向影响，仅在 10%水平下显著；（4）

新区建设水平显著提高了支出预算偏离，在 10%水平下显著，表明增加市辖区建设需求促

使地方政府投入的更多财政资源进而导致支出预算偏离增大；（5）政府规模和财政自主度的

估计结果均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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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撤县设区改革次年 0.085**(0.037) 0.089**(0.039

) 

0.083**(0.038

) 

0.082**(0.039) 

经济发展水平  -0.263***(0.0

68) 

-0.195**(0.08

0) 

-0.186**(0.083) 

人口密度  -0.052(0.032) -0.059**(0.03

0) 

-0.056*(0.030) 

城市化水平  -0.004(0.004) -0.004(0.003) -0.006***(0.002

) 

政府规模   0.957(0.804) 0.953(0.807) 

财政自主度   -0.163(0.117) -0.163(0.118) 

新区建设水平    0.017*(0.009) 

常数项 0.504***(0.026) 3.405***(0.68

0) 

2.727***(0.87

3) 

2.621***(0.908)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察值 1 468 1 393 1 387 1 368 

R2 0.196 0.221 0.271 0.271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稳健标准误。* 、** 、***分别代表在 10%、5%和 1%水平下显著。 

 

（二）稳健性检验 

本小节从安慰剂检验、平行趋势检验、替换变量指标、剔除特殊样本、增加控制变量（预

算法实施和书记特征）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增强基准结果可信性。 

1. 安慰剂检验 

基于政策背景分析，撤县设区财政体制改革政策，一般规定县变区挂牌当年的预算管理

体制应保持不变，次年再调整预算管理体制。这意味着挂牌当年地级市难以通过改革来强化

资源控制和配置能力。如果将撤县设区改革的当年情况放入计量模型（1）中重新估计，系

数应当小于改革次年且不显著。表 4 第 1—4 列将撤县设区改革次年替换为当年情况，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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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了表 3 的回归策略。估计结果表明，撤县设区改革的估计系数均较小且不显著。因此，安

慰剂检验的结果印证了改革次年调整预算管理体制的基本事实，较好地支持了本文的基准结

果。 

 

表 4   安慰剂检验 

变量 (1) (2) (3) (4) 

撤县设区改革当年 0.057(0.039) 0.056(0.041) 0.054(0.040) 0.054(0.041) 

经济发展水平  -0.259***(0.0

68) 

-0.191**(0.08

0) 

-0.182**(0.083) 

人口密度  -0.049(0.032) -0.057*(0.030

) 

-0.053*(0.030) 

城市化水平  -0.004(0.004) -0.004(0.003) -0.006***(0.002

) 

政府规模   0.959(0.804) 0.954(0.807) 

财政自主度   -0.165(0.118) -0.165(0.119) 

新区建设水平    0.019**(0.008) 

常数项 0.510***(0.026) 3.351***(0.67

7) 

2.677***(0.87

1) 

2.571***(0.907)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察值 1 468 1 393 1 387 1 368 

R2 0.194 0.218 0.269 0.269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稳健标准误。* 、** 、***分别代表在 10%、5%和 1%水平下显著。 

 

2. 平行趋势检验 

共同趋势假定是双重差分法有效性的前提。具体来说，政策实施前，对照组和处理组的

支出预算偏离的变化趋势应该是一致的。本文将计量模型调整为： 

 𝐵𝑢𝑑𝑔𝑒𝑡 𝐵𝑖𝑎𝑠𝑖𝑡 = 𝛼 + 𝛽𝑗 𝑟𝑒𝑓𝑜𝑟𝑚𝑖𝑡
𝑗

3

−3
+ 𝛾𝑋𝑖𝑡 + 𝜇𝑖 + 𝜑𝑡 + 𝜀𝑖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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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变量𝑟𝑒𝑓𝑜𝑟𝑚𝑖𝑡
𝑗代表地级市𝑖发生撤县设区改革后的第𝑗年。表 5 和图 3 展示了平

行趋势检验的估计结果。从中可见，在撤县设区改革实施前的各年，政策效应变量均不显著，

且系数接近 0，充分说明政策实施前，处理组和对照组的支出预算偏离变化趋势是基本一致

的，满足了双重差分法的前提假定，保证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有效性。 

 

图 3  撤县设区改革的平行趋势检验 

注：以改革当年为基期。圆点和虚线分别代表计量模型的估计系数和 95%置信区间。 

 

表5  平行趋势检验 

变量 (1) 

改革前3年 0.009(0.062) 

改革前2年 -0.025(0.051) 

改革前1年 -0.031(0.025) 

改革后1年 0.078**(0.031) 

改革后2年 0.049(0.050) 

改革后3年 0.079**(0.039) 

常数项 2.480***(0.831) 

控制变量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
1

0
.1

.2

<=-3 -2 -1 0 1 2 >=3
距改革时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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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值 1 420 

R2 0.273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稳健标准误。* 、** 、***分别代表在 10%、5%和 1%水平下显著。控制变量包

括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城市化水平、政府规模、财政自主度和新区建设水平。 

 

3. 考虑政策实施强度 

哑变量形式度量的撤县设区改革难以捕捉同一地级市不同年份出现多次县变区挂牌的

政策效应。本文构造了同一地级市发生撤县设区改革的县数量（取对数），以及改革县数量

占原有下辖县总数的比重共两个指标，以分析政策实施强度对支出预算偏离的影响效果。表

6 第 1—2 列的估计结果表明，政策实施强度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撤县设区改革越多

的地级市越有能力突破原有预算，导致支出预算偏离增大。 

4. 剔除特殊样本 

我们考虑两个方面特殊样本的可能影响。首先，由于省会城市作为省域经济政治中心，

省会城市政府突破原有预算的程度可能与其他城市有差异，由于其更容易受到省级政府的预

算监督，因而省会城市对撤县设区改革的反应程度可能较低。表 6 第 3 列展示了剔除了省会

城市样本并重新估计计量模型的结果。可以看到，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且高于基准回归结果，

这证实了我们对省会城市差异性的判断。 

其次，由于自治区在行政区划的特殊性以及预算管理体制的潜在差异，我们剔除了省层

面自治区下辖的地级市样本。表 6 第 4 列的估计结果依然稳健。 

5. 增加控制变量 

本文考察政策外生冲击和政治因素对撤县设区改革产生的政策效应的潜在影响。第一，

李建军和刘媛[18]研究发现，新《预算法》改革通过强化预算执行约束，降低了支出预算偏

离程度。计量模型（1）仅通过控制时间固定效应难以捕捉这一政策外生冲击的巨大影响，

为此本文将预算法是否实施的哑变量放入回归方程。第二，政治因素可能是同时影响撤县设

区改革和预算管理的潜在变量。本文在原有计量模型的基础上考虑书记年龄和任期作为政治

因素，并做对数化处理。表 6 第 5—6 列的估计结果支持了基准结果的稳健性，且新预算法

实施显著降低了地级市支出预算偏离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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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稳健性检验 

变量 政策实施强度 特殊样本 增加控制变量 

数量 比重 非省会 非自治区 政策因素 政治因素 

(1) (2) (3) (4) (5) (6) 

撤县设区

改革次年 
  

0.100**(0.0

45) 

0.077*(0.04

1) 

0.082**(0.0

39) 

0.082**(0.0

39) 

撤县设区

改革次年

的数量 

0.036**(0.0

18) 
     

撤县设区

改革次年

的数量/下

辖县总数 

 
0.215**(0.0

91) 
    

经济发展

水平 

-0.193**(0.

084) 

-0.197**(0.

084) 

-0.174*(0.0

94) 

-0.190**(0.

084) 

-0.186**(0.

083) 

-0.187**(0.

084) 

人口密度 -0.033(0.02

7) 

-0.032(0.02

7) 

-0.063**(0.

031) 

-0.056*(0.0

30) 

-0.056*(0.0

30) 

-0.056*(0.0

30) 

城市化水

平 

-0.006***(0

.002) 

-0.006***(0

.002) 

-0.006***(0

.002) 

-0.007***(0

.001) 

-0.006***(0

.002) 

-0.006***(0

.002) 

政府规模 0.966(0.805

) 

(0.804) 1.020(0.829

) 

1.025(0.811

) 

0.953(0.807

) 

0.954(0.808

) 

财政自主

度 

-0.157(0.11

9) 

-0.157(0.11

9) 

-0.179(0.13

6) 

-0.144(0.10

4) 

-0.163(0.11

8) 

-0.164(0.11

8) 

新区建设

水平 

0.017**(0.0

08) 

0.017**(0.0

09) 

0.019**(0.0

08) 

-0.012(0.01

8) 

0.017*(0.00

9) 

0.017*(0.00

9) 

预算法实

施 

    -0.692**(0.

300) 

 

书记年龄      -0.094(0.1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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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任期      0.005(0.014

) 

常数项 2.557***(0.

901) 

2.593***(0.

900) 

2.546**(1.0

03) 

2.656***(0.

914) 

2.621***(0.

908) 

3.000***(1.

071) 

时间固定

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

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察值 1 365 1 365 1 204 1 205 1 368 1 365 

R2 0.271 0.272 0.285 0.268 0.271 0.271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稳健标准误。* 、** 、***分别代表在 10%、5%和 1%水平下显著。为排除极值

影响，上下 0.5%缩尾的结果类似，不再赘述。 

 

（三）进一步分析 

至此，我们得到的基本结论是发生撤县设区改革的地级市次年支出预算偏离程度高于未

发生改革的地级市。这一结论是基于所有城市样本的平均估计效应。 

进一步地，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约束力可能对改革的政策效应产生异质性影响。12原因

在于，约束地方政府财政行为能够加强政府行为规范性，这不仅影响市县财力分配结果，而

且影响地方政府突破原有预算的能力。而财政透明度是反映地方政府财政约束力、财政行为

规范性的较好指标。13一个财政透明度较高的市级政府的财政行为更容易受到上级政府和公

众的监督和约束，使得支出预算在制定、调整和执行过程更加规范，进一步影响从下辖区县

汲取财政资源能力，因而可能影响撤县设区改革对支出预算偏离的影响效果。为了证实这一

点，我们收集整理了《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中的透明度指标。14本文采用分

组回归的办法，如果一个城市预算透明度高于当年所有地级市整体的平均值，则属于财政约

束较强地区，反之，属于财政约束较弱地区。 

表 7 第 1 列汇报了财政约束较强的地区撤县设区改革对预算偏离的影响效果，第 2 列汇

                                                   

12并非东部地区都是财政透明度较高的地区。两者的相关系数仅为 0.14。 

13邓淑莲[35]调查了 2009—2011 年省级政府财政透明度情况，认为政府明细分类项目的透明度能够直接反映

地方政府的支出行为。肖鹏等[36]的研究表明，财政透明度提高有助于规范地方政府举债等行为。 

14由于该报告覆盖时间范围是 2012—2019 年，其中 2012 年覆盖城市样本较少，2013 年指标分数与以后年

份有较大不同，因此我们将各地级市 2013 年及以前年份的透明度指标均设置为 2014 年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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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了财政约束较弱地区的估计结果。从中可见，在 5%置信水平下，在财政约束较弱的地区

撤县设区改革对支出预算偏离的影响显著为负，且系数远高于约束较强地区。这表明地方政

府财政约束对撤县设区改革的政策效应产生了异质性影响。换言之，提高预算透明度有助于

缩小撤县设区改革对支出预算偏离的影响。 

 

表7   异质性：财政约束力 

变量 财政约束力 

约束较强地区 约束较弱地区 

(1) (2) 

撤县设区改革次年 0.086(0.052) 0.168**(0.079) 

经济发展水平 -0.192**(0.079) -0.017(0.105) 

人口密度 -0.042(0.060) -0.063**(0.031) 

城市化水平 -0.008***(0.001) -0.007***(0.002) 

政府规模 -0.023*(0.012) 0.033***(0.008) 

财政自主度 -0.423(0.849) 1.447***(0.267) 

新区建设水平 -0.085*(0.047) -0.978***(0.268) 

常数项 2.754***(0.855) 1.294(0.991)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察值 691 663 

R2 0.216 0.440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稳健标准误。* 、** 、***分别代表在 10%、5%和 1%水平下显著。 

 

五、结论 

 

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基于撤县设区改革的准自然试验，并使用 2008—2017 年地级

市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财政资源集中对支出预算偏离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第一，撤县

设区改革次年对支出预算偏离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这是因为撤县设区改革强化了地方政府

资源控制和配置能力，使得财政资源更集中，促使地方政府更有能力为推动经济发展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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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控制，最终表现为地方政府倾向扩大支出预算偏离程度。但改革当年对地级市支出预算

偏离没有显著影响，源于撤县设区改革当年并不调整预算体制。本文使用撤县设区改革强度

替代原有哑变量、剔除特殊样本和增加控制变量等方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支持了基准结果

稳健性；第二，本文发现，财政约束对撤县设区改革的预算效应产生了异质性影响。财政透

明度较低的地区，财政行为规范性较差、财政约束较弱，更容易突破预算控制，使得撤县设

区改革带来的财政资源集中相比透明度较高地区显著扩大了支出预算偏离程度。 

本文研究对全面推进预算管理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新型城镇化成为转变经济

增长方式、实现内涵增长的国家战略，而地级市引领区域经济增长成为主流经济发展模式。

作为行政管理体制的重大创新，撤县设区改革是政府间行政管理体制调整的重要工程之一，

也是应对经济增速放缓、加快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手段。但在改革过程中，难免出现“市刮县”

等上级政府向下汲取财政资源行为，市县财政关系亟待调整、预算体制尚未优化。因此，未

来全面深化预算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应注重预算管理体制调整同政治和财政体制改革相适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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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f the “City-county Merger” reform,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 of fiscal resources centralization on prefecture-level expenditure budget 

biases with the prefecture-level unbalanced panel data in 2008—2017 and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ethod.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is reform in lag one-term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expenditure budget biases. Because the “City-county Merger” 

reform strengthens resource control and allocation capabilities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us 

financial resources are more concentrated. It will make local governments more capable of 

breaking through budget constraints to develop economics, which causes the tendency of 

increasing the degree of expenditure budget biases. The result of placebo test implies that this 

reform does not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in the beginning year of implementation the 

policy because the budget system of municipal districts remains unchanged when the reform is 

listed. In addition, this paper finds a heterogeneous effect of fiscal constraints, that the transparent 

the budget is, the less budget is affected by fiscal resources centralization. This paper expand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the effect of “City-county Merger” reform, and enriches the related research 

on the causes of prefecture-level budget bi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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